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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概述从达尔文革命以来关于个体性概念研究的演变与发展，对个体划界难
题的成因进行分析，指出其源于生命世界的固有差异性和生物学家们认知的多样性。对此，生
物学哲学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表征系统，以包容多样性的生物学个体。本文分析比较了
几种不同的表征体系，包括多元实在论、非本质主义一元论、本质主义一元论以及反实在论，
指出约定论立场符合个体性概念的演化性和多样性，一元实在论观点具有较高的启发价值，而
进化跃迁的框架可以合理地整合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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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物学个体的分析和划界，乃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在进化生物学中，要计
算被研究群体的适应度，必须对群体中包含的个体进行划分并计数;免疫生物学的一个传统预设是免疫
系统负责区分自我和非我，这亦是对个体内外所作的区分;发育生物学主要研究个体发生 (ontogeny)
问题，个体的形成标志着发育过程的完成。要对形形色色的生物学研究对象进行个体划界，先要有一套
作为划界标准的个体属性，这就是“生物学个体性”。不同领域生物学家从自身经验知识出发，往往对
生物学个体性有不同理解，产生分歧和争论，因此需要从哲学的高度作出独特的概念分析。
本文拟首先按照三个阶段概述从达尔文革命以来生物学和生物学哲学界关于个体性概念讨论分析的演
变发展，然后从生物学个体划界之难题开始，分析划界困难的根源，接着比较几种不同的生物学个体表征
方案，并对各自背后的本体论立场进行分析评述，然后结合“进化跃迁”框架，提出一种综合性的思路。
一 生物学个体性概念研究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戈弗雷 －史密斯 (P. Godfrey-Smith)认为，“个体性问题，已经成了生物学和哲学的连接点，这个
连接起始于许多生物学家开始进行哲学反思的时候，即 19 世纪左右，生物进化不再是模糊的与推测的
了。”①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达尔文就已将 “个体”概念作为构造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要素。不
过，他仅以该概念指称有性繁殖的动植物有机体，并未进行语义扩展和分析。与此同时，一些有思辨兴
趣的科学家们，基于观察、研究动物机体得来的经验知识，对“个体”和“个体性”概念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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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生物哲学重要问题研究”(14ZDB17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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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2013C091)的阶段性成果。
P. Godfrey-Smith，“Darwinian Individuals”，F. Bouchard，P. Huneman (eds)，From Groups to Individuals，The MIT
Press，2013，p. 17.
*
托马斯·赫胥黎 (T. H. Huxley)在 1852 年提出，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性从属于根据物质自然演替
(succession)的事实或规律所定义的个体性。每一个体都包含了起点和终点连续交替的变化过程。① 朱
利安·赫胥黎 (J. S. Huxley)提出了关于生物学个体的一般定义: “包含相互依赖的部分的连续整
体”。② 1945 年，洛布 (L. Loeb)基于个体间免疫排斥现象，总结出两种类型的个体性:其一是器官
和组织间的分化与整合形成的个体性;其二表现为不同个体间的分化。③ 这一阶段的讨论从达尔文时代
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偏重于对“有机体”的分析，包括个体的整体性和个体的特异性。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生命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的突破与扩展，促使人们将自然选择
理论运用在不同的组织层次上，从而引发了关于自然选择的单位到底是个体、基因还是群体的争论。该
议题后来演变为对自然选择理论的抽象化研究，形成了 “经典进路 (classical approach)”和 “复制子
进路 (replicator approach)”两大流派。④ 经典进路继承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路，并试图提
炼出与具体组织层次无关的自然选择抽象原理。其中被引用最多的版本是路翁廷 (Ｒ. C. Lewontin)在
1970 年提出的自然选择抽象化表征的三个原则。⑤ 复制子进路最先由道金斯 (Ｒ. Dawkins)提出，他构
造了“复制子 (replicator)”概念来表示基因这类在进化中稳定自我复制和延续的实体。⑥ 后来赫尔
(D. Hull)则以“复制子”和“作用子 (interactor)”表示自然选择中承担不同功能的两类个体。复制
子是“在复制中直接传递其结构的实体”，作用子是“作为一个凝聚的整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使得复制
是分化的”。⑦ 这些讨论可被视为在进化视角下对生物学个体性概念的分析。
此阶段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关于 “物种个体性”的讨论。物种过去一直被视为共相或抽象的类
(class)。1966 年，吉斯林 (M. T. Ghiselin)指出，生物学物种在逻辑意义上是个体而不是类，一个物
种的名称是专有名词。他在 1974 年又指出，物种是一个殊相，其名称不具有内涵 (intension)。赫尔在
1978 年提出区分“个体”和“真正的类 (genuine classes)”，认为 “个体”是时空上局部化的连续实
体，即“历史性实体 (historical entities)”，而 “真正的类”在时空上是不受限的。他从对自然选择理
论的分析出发，证明基因、有机体、物种这三类生物实体都是历史性实体。⑧ 米什勒 (B. D. Misheler)
和布兰登 (Ｒ. N. Brandon)指出，赫尔的“历史性实体”刻画的物种个体性概念还不够完善，需要补
充系统内部的因果整合 (causal integration)和因果凝聚 (causal cohesion)作用。对物种的分析促使人
们从更一般的视角提炼出一系列生物学个体的属性。由此，对 “生物学个体”概念的分析成为一个独
立和专门的生物学哲学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
展，进化生物学与微生物学、生理学、免疫学等学科走向互动与综合，原先被生物学哲学界忽视的一系
列非典范生物实体的个体划界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对 “个体”概念的
直接讨论，转换为“如何理解和表征一系列不同生物学个体性标准所构成的谱系结构”，并寻求一个合
适的本体论框架来容纳高度多样化的生物学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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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物学个体划界难题及其成因分析
杰克·威尔逊 (J. Wilson)在 1999 年对个体划界难题进行了描述:第一，从典范的生物实体，
即高等动植物身上，可以提炼出一系列的个体属性，大多数的典范实体都具备这些属性;第二，对于
其他的非典范生物实体，它们占据了范围更广的分类域，但是每一种生物实体都只具备上述的某些属
性，不具备全部属性，另外也没有哪些属性能够同时被所有生物实体所满足;第三，对于每一种属性
的满足，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具有程度高低的差异。① 1992 年 4 月，《自然》杂志报道了关
于非典范生物实体划界的一个典型争议案例:史密斯 (M. Smith)等生物学家取样分析了密歇根州一片
森林中方圆 15 公顷地面上生长的一种蜜环菌菌丝，发现所有样本的基因组成都相同，于是他们断言这
些样本属于同一生物学个体。据估计，它已在同一片地区生长了 1500 年，因此他们宣称发现了迄今为
止最大、最长寿的生物。② 布拉西耶 (C. Brasier)则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一大片蜜环菌不可以和
蓝鲸、红杉这样公认的巨大生物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在一个确定的边界之内生长，而前者的菌丝四处蔓
延，没有确定边界。③ 如果把基因型作为一个个体的标志，这一大片蜜环菌的基因型相同，可被视为同
一生物学个体，但如果把凝聚性和连续性作为个体的判断标准，这一大片松散的菌体就不符合个体
定义。
由上所述，对划界难题进行分析探讨的前提，是要先列出一个由形形色色的生物学个体性构成的完
整谱系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克拉克 (E. Clarke)对此作了详细的研究，她整理了大量相关科学和哲学
文献，总结了 13 种曾被用来定义生物学个体的性质:繁殖 (reproduction)、生命周期 (life cycle)、基
因组成 (genetics)、有性繁殖 (sex)、瓶颈化 (bottleneck)、种质 /体质隔离 (germ-soma separation)、
警戒机制 (policing mechanism)、空间边界 /邻接性 (spatial boundaries /contiguity)、组织相容性
(histocompatibility)、适应度最大化 (fitness maximization)、合作与冲突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繁
殖的)同步性 (codispersal)、适应 (adaptation)。此外，还有功能整合 (functional integration)与自主
性 (autonomy)标准未被列入讨论，因为克拉克认为这两者比较难以界定和量化。④ 克拉克尝试将几个
最典型的个体性标准运用于六个不同的生物实体 (龙虾钳、颤杨、小狗、蜂群、僧帽水母、细菌) ，并
对结果进行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 1 不同个体性标准运用于不同生物实体的比较⑤
龙虾钳 颤杨 小狗 蜂群 僧帽水母 细菌
常识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有性繁殖 否 不确定 是 否 不确定 否
瓶颈化 否 不确定 是 是 是 是
种质 /体质隔离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空间边界 是 不确定 是 否 是 是
组织相容性 否 不确定 是 不确定 是 是
适应 是 不确定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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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有性繁殖的高等动物如小狗身上，才可能获得一致的个体划分结果，而多数其他类型的生
物实体仅具备其中部分性质，对其作出毫无争议的判断是有困难的。蜂群的组分是基因组成相异的蜜
蜂个体，因此不满足基因同质性标准;但同时蜂群是一个分工严密的整体，蜂王负责传宗接代，不能
生育的工蜂负责其他任务，可将蜂王视为 “种质细胞”，工蜂视为 “体质细胞”，蜂群正好符合种质 /
体质细胞隔离的标准，可被视为一个生物学个体。又如僧帽水母，实际上是一群无性繁殖 (裂殖和出
芽)的水螅构成的一个动物无性系，整体上看接近于普通的水母，存在着功能分工和整合，很像一个
单一的动物有机体;但是这个无性系中的每一个子体 (zooid)都有自己的神经系统，符合自主性标
准，因此僧帽水母又可被看作不同个体构成的集群，而不是单一个体。上述实例都是个体划界难题的
具体案例。
生物学个体划界之难显然来自生物学个体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而这一方面源自生命世界本身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与研究者们在认识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有关。对于前者，可从三个维度来理
解:从空间维度看，生命世界是多层次的嵌套型层级 (nested hierarchy)。如埃尔德雷奇 (N. Eldredge)
所述，“层级是由一系列个体 (In)组成，每个 In 又是由至少一个。但通常是很多个低级别的个体
(In － 1)组成”①。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生物组织层级，高层次上的单元不只是低层次单元单纯的聚集
(aggregate)或者集合 (set) ，它本身就必须是个体。首先，它具备最宽泛意义上的个体性，大概相当
于赫尔所说的有时空边界和连续性的 “历史性实体”。② 此外，这些单元根据该层次的特定功能、结构，
又具备其他特定的个体性，因此，不同层次单元体现出来的个体性各不相同。而个体划界的基本争议问
题之一在于，将哪个层次上的组成单元视为个体。
从时间维度看，巨大的“生命之树”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逐渐生长、分支，形成了生命世界的高度
多样性。在生命之树相隔较远的不同分支上，即使属于同一组织层次上的实体，应对环境选择压力的生
存策略也有所不同，使得进化产生的个体性差异较大。以蜂群和野牛群为例，单从组织层次看，两者都
是多细胞有机体构成的集合体，但在组织模式上差异很大———蜂群满足种质 /体质隔离标准，因而具有
更高程度的个体性。由此，在生物组织层级的空间复杂性基础上，生命之树上不同位置带来的差异又增
加了个体性谱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适用于一种生物的划界标准，在其他生物身上未必适用。
再看环境维度。即使是同一种生物，也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组织模式之间切换，从而在
生命史不同阶段具备不同的个体性。比如一种原生动物黏菌 (slime mold) ，会根据外界环境在多细胞和单
细胞个体之间变换。在食物丰富的时候，它们以单细胞形式生活在土壤中;当食物短缺的时候，成百上千
个细胞会结合在一起形成“黏变形体”，借助自身的变形缓慢移动到光亮处，通过孢子进行有性繁殖。黏
变形体的形态和运动方式类似一只蛞蝓，但是其组分细胞的基因并不完全相同，类似一个内部异质的多细
胞有机体。由此，萨克斯 (C. Saches)主张一种“语境依赖的 (context-dependent)”个体性定义。③
上述几种情况构成了生命世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属于罗伯特·威尔逊 (Ｒ. Wilson)所说的生
命世界的“固有差异性 (intrinsic heterogeneity)”。④ 另一方面，生命科学领域也存在着多样化分工，
不同生物学家从各自立场出发，会倾向于选择不同的个体性标准，进而对同一个对象给出不同的个体
划分结论。前述关于蜜环菌个体性的争议即是一个典型例子。当代生物学不同分支领域的交叉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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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频繁，生物学哲学的居中协调作用变得尤为重要，所面临的任务之一是探索一套可行的表征体
系，为个体划界难题建立一套可行且能被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
三 关于 “生物学个体”的本体论分析
和“生物学个体”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是 20世纪 60到 80年代引发学界热烈讨论的“自然选择单位”
概念。两者都是从某一视角对纷繁多样的自然界及其演化过程作出说明。罗伯特·威尔逊曾对关于“自然
选择单位”的不同观点按照不同本体论立场进行分类。首先，所谓“自然选择的层次”是否事实上存在?
实在论者 (realist)对此持肯定态度，反实在论者 (anti-realist)则不然。其次，如果存在，自然选择的作
用发生在单一层次上还是多个不同层次上?认为自然选择作用于单一层次的，是一元论 (monism) ;认为
自然选择作用于多个层次的，是多元论 (pluralism)。① 每一种理论又可细分出不同的立场。
类似地，关于生物学个体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本体论立场:划分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生物学个体仅仅
是语言上的分类，还是在自然界的实际存在?实在论者认为是实际存在，反实在论者则认为其仅仅是语
言上的分类而已。如果“生物学个体”是实在的，那么它是在指称一个单一的类，还是多样化的不同
的类呢?这里有多元论与一元论的不同回答。同样，每种理论又可细分出不同的立场。根据这些分类原
则，笔者将已有的若干不同本体论观点分类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2 关于生物学个体性概念的不同本体论观点
实在的 反实在的
一元的
多元的
本质主义一元实在论
非本质主义一元实在论
多元实在论
取消主义 视角多元论 (约定论)
评价一套表征体系的标准，既要看其本体论上是否具有包容性，也要看其方法论上是否具有启发
性，是否能为个体划界难题的解决给出可行的思路。笔者根据上述分类原则对已有观点逐一评价分析。
1. 多元实在论
杰克·威尔逊在 1999 年阐发了多元实在论的观点。他首先比较了三种对自然类的哲学解释———因
果历史主义、唯名论和实在模式理论，指出只有实在模式解释可以使自然类概念可证伪和可修正。接下
来他指出，无论怎么努力，人们都无法找到一组充分必要条件，用以界定 “生物学个体”这个类中的
成员，因为总是能找到作为反例的生物实体，在通常情况下被人们视为个体，却不符合其中的某个或若
干个条件，因此“生物学个体”这一概念并不对应一个自然类。不同的个体性概念指称的是生命世界
里实际存在着的不同自然类，它们没有共同的交集，对每一个类，都必须给出一个特定的、清晰的个体
性定义。所以，他建议用六个更加细致的概念来代替无指称对象的 “生物学个体”概念:殊相
(particular)、功能性个体 (functional individual)、基因型个体 (genetic individual)、发育个体
(developmental individual)、进化单位 (unit of evolution)、历史性实体。② 其中每一个体概念分别对应着
某个或某几个个体判断标准。比如从瓶颈效应标准可判断出一个发育的个体，从基因同一性标准可判断
出一个遗传的个体，在典范生物学个体上，这几个类重叠在一起。
杰克·威尔逊明确指出“生物学个体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了多重属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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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50—152.
cf. J. Wilson，Biological individuality，p. 60.
谱系，这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然而，这种分离状态的多元实在论也具有诸多问题:他选取
的六种个体性标准是否具备足够的代表性?相比之下，克拉克则列举了十三种个体性。杰克·威尔逊以
科学作为辨认实在模式的根据，但科学本身就被个体划界难题所困扰。此外，在典范生物身上，几个自
然类的重叠现象或许来自个体自然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但他没有对其作进一步解释。
2. 非本质主义一元论
罗伯特·威尔逊在 2005 年指出，传统的本质主义观点，以及杰克·威尔逊的多元主义自然类概念，
都无法有效地表征和理解生物实体的固有差异性，他借用博伊德 (Ｒ. N. Boyd)的稳态属性聚类
(Homeostatic Property Cluster，简称 HPC)观点来改造传统的实在论。博伊德是用 HPC观点来表征物种，
罗伯特·威尔逊则用 HPC 观点来表征 “生物”。“生物”是一个比较通俗化的概念，他基于 “作用者
(agent)”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对其进行定义:首先，作用者被定义为 “作为原因或行为之承载者的个别
实体”，其中包括物理作用者 (physical agents) ，即具有空间与时间边界，具有物质组成，在空间和时
间连续存在的作用者。生物作用者 (biological agents)是物理作用者中的一种，包括蛋白质、基因、细
胞、有机体、物种等。有生命的作用者 (living agents)即通常所说的生物 (living things) ，是生物作用
者的子集。生物作用者和有生命的作用者都是生物自然类。①
生物是由一系列属性所定义的，包括生长和发育、繁殖、自我修复、新陈代谢作用，等等。根据
HPC观点，这一系列属性是典型的，但不是本质的，不是传统观点所定义自然类的充要条件，“并不是
上述每个属性都为自然类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所具有，但一个类中所有成员具备的属性加起来，总是构成
这个属性聚类中的一个 n元组。一个生物学类总是以上述方式被一簇属性所定义，而不是被单个属性所
简单界定的”。②即便有某个属性能被所有成员所具备 (比如所有的生命都有新陈代谢) ，但是仍不能说
这就是所谓的“本质属性”。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属性是绝对必要的，比如没有繁殖能力的骡子，仍然
属于生物。既然不是本质属性，这一簇属性就可以容许生物学类内部成员的变异，从而适应了生命世界
进化的特点;因为进化的作用，前后两个实体的属性可能差异很大，但仍然属于同一个 HPC 类。这一
簇属性之所以被称为稳态的聚类，是因为这些特定属性会大概率聚集在一起，当一个实体具备了其中一
个属性，则有较大概率会具备其他某些属性，这来自于外部约束和内部机制的共同作用，是自然界本身
存在的因果作用结构。从这一点上看，HPC 观点是实在论的，从而区别于维特根斯坦的 “家族相似”
的语言游戏概念。
在 HPC观点基础上，罗伯特·威尔逊进一步讨论 “有机体”的概念。有机体首先是生物 (有生命
的作用者) ，但除了具备前述的生物属性外，还有其他特定的属性:其一是生命周期，其二是功能自主
性 (functional autonomy)。这两个属性与前述属性一并构成了关于有机体的 “三重观念”:有机体是一
个有生命的作用者;属于一个繁殖的世系，其中某些成员具有跨越世代的生命周期;具有最小的功能自
主性。③
总的说来，一方面，罗伯特·威尔逊基于 HPC 观点的表征体系介于本质主义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
间，是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自然类概念，定义个体的是一簇属性，而不是单个充分必要条件，这比杰克·
威尔逊的分离的多元实在论更加灵活，能包容生命世界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HPC 观点也不
是取消主义，因为一系列属性的聚集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被整合在一起，这种整合性 (integrity)具有
科学关注价值。然而，这套体系和杰克·威尔逊的多元论一样，都无法为个体划界难题给出答案，也没
能解释多种个体性在典范生物学个体上的重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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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实在论
反实在论包括取消主义 (eliminativism)和视角多元论 (perspective pluralism)两类。取消主义认为
不需要有一个叫“生物学个体”的概念;视角多元论，或曰约定论 (conventionalism) ，则认为在科学
实践中，任何有用的个体性概念都是可以用的。
杰克·威尔逊后来转向了取消主义的反实在论立场。他在 2000 年指出，通常所说的 “有机体”概
念，即前述“功能性实体”，作为界定标准的一系列属性具有程度上的连续性，因此概念上没有清晰的
边界，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划界。实际上科学家们并不需要这样的概念。当询问某个非典范生物实体是
不是有机体的时候，科学家们关心的是该实体在进化中所形成的与典范有机体的非同源相似性
(homoplastic commonalities)。① 杰克·威尔逊取消的是“功能性实体”概念的实在性，这种反实在论立
场也可扩展到他之前提出的其他几个生物学自然类，如发育个体、基因型个体等。然而，他因为个体性
存在连续的程度差异从而否认生物学个体的实在性，是站不住脚的。生物学类并不要求非黑即白的界定
标准，比如某些按功能定义的生物学类，如复制子、作用子，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斯蒂理尔尼 (K. Sterelny)和格里夫斯 (P. E. Griffiths)借鉴了丹尼特关于意向性主体
(intentional agents)的视角多元论立场。在丹尼特看来，没有客观存在的意向性主体;除了人类，各种
动物、植物甚至下棋机器等，在某些语境下都可根据需要被视为意向性主体，这些处理并没有本质差
异，只在必要性和实用性上有所区别。② 斯蒂理尔尼等人认为，没有客观上存在的 “复制子”，是否要
将一个实体归属为复制子的问题，与观察者的认知能力有关，取决于在预测和解释上是否 “有用”，并
不存在强制 (compulsory)的答案。比如，将典范个体如人类个体当作复制子，在实践上是不可避免的
选择，对于其他的实体如一个蜂群或僧帽水母，有时也以“有用”与否来加以处理。③
笔者认为，取消主义的反实在论者认为科学实践并不需要生物学个体概念，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相比之下，约定论允许理论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变化，在本体论上能包容个体性不断演化发展的特性，但
是它仍然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在方法论上不具备启发性。
4. 本质主义一元论
杰克·威尔逊从一开始便放弃寻找单一的、作为本质属性的生物学个体性。相反，克拉克持有本质
主义一元实在论的立场，坚持这种本质属性的客观存在。作为本质属性的个体性，必须符合大量不同物
种的有机体各自性质所构成的多样化谱系。为了找到这把“钥匙”，她的思路是从自然选择入手，采用
功能主义的进路:生物学个体性是可多样化实现的 (multiply realizable) ，实现出来的一系列具体机制就
是多样化的个体性。某一种特定的具体机制，都不是生物学个体的本质属性。
克拉克的分析基于一个嵌套型的三层次生物组织层级:以中间层次的组成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该对
象以低层次上单元作为其自身的组分，同时又作为组分构成高层次上的单元。对于该对象可以观察到一
系列不同生物学个体性，都可化归为两种功能的不同体现:其一是警戒机制 (policing mechanism) ，被
定义为“压制某对象内部进行自然选择的能力的机制”;其二是划界机制 (demarcation mechanism)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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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提升或维持对象间自然选择”①。划界机制，就是促进这个整体与其他整体互相分离，并相互
竞争，进行自然选择，即提升这个整体的个体性的功能;警戒机制，则是压制低层次组分的重新分离和
自然选择，即维护这个整体的个体性的功能。比如，发育瓶颈和种质 /体质隔离属于警戒机制，物理边
界和免疫反应同时兼有两种机制的作用，而有性繁殖则属于划界机制。有性繁殖将基因与其他基因重
组，产生新的 (独特的)基因型，自然选择正是对差异起作用。警戒机制和划界机制本质上属于个体
化机制的功能，共同构成了定义生物学个体性的充分必要条件。生物学个体就是 “所有的，也只有这
些具备这两种个体划界机制的东西”②。
由此，克拉克便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本质主义一元论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多样化实现
的生物学个体性，界定了现象层次上的“个体”;个体化机制是本质属性，界定了本质层次上的，作为
自然选择单位而存在的 “个体”;警戒机制和划界机制是中间的功能层次，是连接两者的桥梁。这一体
系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性，有助于人们从现象出发去探索作为本质的机制。
四 借助进化跃迁框架建立动态表征体系
取消主义的反实在论认为不需要生物学个体的概念，这不符合科学实践的现实。多元实在论和非本
质主义一元论都立足于描述现象，没能解释现象的由来，从而缺乏启发性，没能为划界难题的解决提供
出路。此外，单就现象的描述而言，多元实在论也不够准确和完整，因为其对理论的历史维度没有给予
足够重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等人都将科学视为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生物
学哲学家赫尔也建议用进化的视角来看待科学，把理论看作和物种类似的 “历史性实体”。③ 既然科学
理论是进化的，那么一系列个体性概念也是如此。然而在多元实在论者眼中，概念对应的自然类之属性
是独立于人的认知的，那么认知之中的个体性在理想状态下趋近于客观的属性而不是演化的，这显然不
符合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比之下，约定主义的反实在论能包容不断演化的生物学个体性概念。
另外，如前所述，克拉克的本质主义一元论是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因而也具有包容性，和约定论实
际上并不相互对立，而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理解两者的内在联系。其一是拉卡托斯
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其二是 “进化跃迁”的框架。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描述了演化中
的理论体系的结构，其中反面启发法规定科学研究纲领的 “硬核”，是不可反驳的;正面启发法包括一
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 “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
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④ 对于现代生物学来说，如布兰登 (Ｒ. Brandon)、罗森堡 (A. Ｒosenberg)
所强调的，“由达尔文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最先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一直是最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唯
一的解释机制。我们依靠它来解释化学过程层面之上的生命世界诸多现象”⑤。由此可见，自然选择理
论，或者更准确地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蕴含的一套抽象原理，是现代生物学研究纲领的 “硬
核”。这套抽象原理被引用最多的版本，是路翁廷在 1970 年提出的三个原则:
(1)群体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形态、生理和行为 (表现型的变异) ;
(2)不同的表现型具有不同的生存和繁殖速率 (分化的适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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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和亲代具有遗传关联 (适应度可遗传)。①
上述三个原则是抽象且逻辑自洽的，不依赖于具体的实现机制，如遗传的具体机制。只要符合这三
个原则，群体就可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显然，“个体”是上述自然选择抽象原理中的核心概念。克拉
克理论中的个体化机制是促进、增强或维持某生物组织层次上的自然选择过程的机制，使得该层次上的
组分在作为自然选择单位的意义上可被视为上述三原则中的 “个体”，从而与 “硬核”部分紧密关联。
另一方面，从约定论视角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个体和个体性概念则比较接近于 “保护带”的部分。
斯特纳 (B. Sterner)批评道，对个体的分类、建模、解释，都需要根据背后的物质属性和过程对
于自然选择的效果来完成，而克拉克完全的功能进路过于抽象，回避了任何具体的物质属性，没能够抓
住像进化建模这样的具体任务的特性，从而损害了认知充足性。② 笔者则认为，如果放在 “进化跃迁”
的动态框架中看，克拉克的一元论观点至少在理论上仍具有认知充足性。 “进化跃迁”一词有两层意
思。一方面是指进化生物学从共时结构到历时结构的观念转向，即 “自然选择单位和层次”不再只是
进化的舞台，同时也被视为进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指人们根据上述思路所表征和解释的过程:进化史
中原先低层次上的组分聚集为群组，然后进一步涌现为一个整体个体，并成为高层次上的组分，参与高
层次上的自然选择。而克拉克总结的个体化机制可被视为进化跃迁模型的核心机制，划界机制和警戒机
制则是个体性的进化跃迁过程中交替出现或者同时作用的功能。各个组织层次上的个体被视为进化史中
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跃迁的产物，个体性不再被看作静态的属性，而是动态的个体化机制的具体表现。奥
卡沙 (S. Okasha)认为，进化跃迁从属于当代进化生物学理论转换的一个大趋势———参数的内生化
(endogenizing)。③ 斯特纳基于传统观点，将个体背后的“物质属性”视为需要给定的外生 (exogenous)
参数，现在则可被视为可通过进化而得到解释的内生参数，纳入整个进化图景中进行动态分析。
作为跃迁产物的个体性，如第一节所分析的，从空间和时间维度看都具有多样性，不同分支领域的
生物学家在研究之初必须定位各自的研究对象，会从各自视角出发将不同组织层次上的不同生物实体称
为“个体”，这符合约定论的多元化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需要进一步解释不同层次上个体性
的成因，此时克拉克的一元论思路有比较高的启发性，通过功能主义的桥梁，帮助人们定位到起决定作
用的自然选择过程和关键的组织层次上。
综上所述，约定论在现象上能包容生物学理论的多元性和演化性，而克拉克的本质主义一元论在现
象与本质中建立起功能主义的桥梁，具有比较高的启发价值。进化跃迁提供了建立个体性的动态表征体
系的思路，有助于克服过去静态表征体系的不足，能够合理整合约定论和本质主义一元论。这一框架有
助于将进化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整合在一起，并促进进化生物学与其他分支学科研究的综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孙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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